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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罗久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 

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 

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 

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 

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 

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舍 

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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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历程 

一 般来说，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 

个时期：(1)卫满朝鲜时期儒学自中国传入，(2)三 

国时期初步接受，(3)新罗统一时期大规模传播， 

(4)高丽时期儒佛兼学，(5)高丽末及李朝时期性理 

学兴盛。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韩国儒学与朝鲜儒 

学的称谓之争多存而不论，而近代以来朝鲜半岛的 

儒学研究多集中于韩国，故本文采用“韩国儒学”作 

为文章之论题；而在发展过程中“朝鲜儒学”是其历 

史主体，所以行文中为叙述之便并契合朝鲜半岛儒 

学发展 的实际，有些地方仍保 留“朝鲜儒学”的 

称谓。 

关于儒学何时传人韩国的问题，学界争议较 

大，大体有4种观点 ：一是箕子东来说，二是秦汉东 

传说，三是卫满朝鲜说，四是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 

(372年)说。_1j( ’笔者同意张立文教授所持的卫满 

朝鲜时期传人的观点。确如钱穆先生所言，孔子以 

前，中华文明已有两千多年之发展，而孔子集其大 

成，创立儒家学说，从而影响此后中华两千多年文 

明之发展。_2 虽孔子以前已有所谓儒者，然而其乃 

属于一种职业而非一家学说 中人。至于孔子之前 

的“中华第一哲人”箕子于西周灭商后进人朝鲜半 

岛而建立箕氏侯国之说纯属传说，因此箕子东传之 

说不能成立当属无疑。秦汉东传说较之卫满东传 

说亦无明证。公元前 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而于 

朝鲜半岛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 4郡以为汉朝之 

行政区域，儒学由此传人便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三国时期仍属儒学传人朝鲜初期，此时的朝鲜 

儒学较中国儒学 尚无独特性可言。其间对于推动 

儒学在朝鲜发展传播的事件主要有：高句丽于小兽 

林王二年设立太学，颁布律令，并在全国各地设置 

扃堂；百济施行博士制度，并有学者高兴编撰《书 

记》，王仁去日本传授汉学和儒学；公元6世纪新罗 

确立古代国家的体制，编撰《国史》，花郎道吸收儒 

家思想。 

新罗统一时期儒学成为其治国理念，统治者掌 

握了儒学修己治人的政治理念，从为政以力、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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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巫的神权统治开始转向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的人 

治努力 J(瞄 。由此儒学在朝鲜半岛始有较大规模 

的传播。此间，神文王二年(682年)扩大和整顿国 

学、元圣王八年(788年)施行读书三品科制度等，则 

无疑得益于政权对儒学的认可。其间名士有使用 

“吏读”讲授儒家经典的薛聪和入唐留学后创作韩 

国最早的文集《桂苑笔耕集》并提出儒佛道融会贯 

通说的崔致远。 

高丽时期崇奉佛教，然此间儒学并未衰微，而 

是与佛学并立、互为表里，尤其是政治问题的处理 

仍遵循儒学之原则。正如张敏先生所言：“佛教被 

认为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修身治己之学，儒学被认为 

是现实生活方面齐家理国之道。”[31( ’而在958年 

高丽光宗依唐制设立科举制度之后，由于儒学之士 

渐渐取得权位，佛教遭到排挤，儒学得到拥护。高 

丽后期安垧、白颐正等积极推广朱子学，而其中影 

响最大者当推曾任成均馆大司成的李穑，他力排佛 

说而极拥朱子学，其下名士如郑梦周、郑道传、权近 

等皆积极 响应，由此佛学 式微，程 朱性 理之学 

始兴。 ‘ ， 

性理学时期名士迭出：有“朝鲜之朱子”美誉的 

李退溪和与之齐名的李栗谷，人称韩国儒学之“双 

璧”；赵静庵(光祖)、李晦斋(彦迪)与金宏弼、郑汝 

昌被称为“东方四贤”。这一时期的儒学真正代表 

了韩国儒学之精神。 

二、从李朝儒学看韩国儒学的精神 

程朱理学于高丽末、李朝初传人朝鲜半岛，构 

成了朝鲜半岛儒学的核心。其发展历程大致为：前 

期为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对立；中期为以李退溪和李 

栗谷为代表的性理学；后期为实学。 

前期朝鲜半岛儒学的基本特征是官学与士林 

的对立。这两派的思想渊源可分别上溯至高丽末 

以郑道传为首的务实派和以郑梦周为首的义理派。 

此二人皆出于李穑门下，前者注重时运天道的常变 

常新，因此注重扶持新政，后渐渐发展成为在朝的 

勋旧派；后者则注重传统儒学的义理，坚持不事二 

君的精神和效忠旧朝的原则，后发展成为在野的士 

林派。本来二郑只是思想不同，但勋旧派掌握国家 

政权之后日益腐败，遭到士林派的强烈反对，勋旧 

派则利用其强大的国家权力迫害士林派，从而制造 

出一系列的“士祸”，最著名的有“戊午士祸”、“甲子 

士祸”、“己卯士祸”、“乙巳士祸”等，其中尤以镇压 

赵静庵为首的士大夫改革的“己卯士祸”为人所熟 

知。“士祸”以后朝鲜半岛儒学从原始儒学的政治 

实践研究、理论研究转向了思索的、追求形而上学 

的性理学理论的思考 J(嘲’。这一点与中国魏晋时 

期中国哲学思想由正始向元康思想风格转变之社 

会政治原因有相似之处。 

朝鲜半岛儒学思想风格的转变引出了诸多思 

想名家，其中的先驱式人物当推花潭徐敬德。他终 

身未仕而潜心于对 自然问题作 自由的沉思，为后来 

的气论学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徐敬德是否受 

到汉人思想的影响固不可知，然而其气一元论之阐 

发实与汉人对道等概念的宇宙论阐发有诸多相似 

之处。汉人于阴阳五行等多有所好，并将这一套理 

论用于宇宙万物之成毁和运动。徐敬德则将气视 

为宇宙之质料性的本源，此与张横渠之气的概念有 

颇多相同之处。朝鲜半岛后期的理学之主气派于 

此当有不少承继之处。 

如果说气是花潭哲学理论之核心范畴的话，理 

则是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退溪被誉为“朝 

鲜之朱子”，朝鲜性理学发展到他已集大成，其功颇 

似朱熹。在退溪看来，世界之本之源是理，此理之 

概念受于朱子之学无需多论 ，而其对于朱子理的概 

念的发展则需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此间研究朱 

子理学之人皆自称忠于朱子理论之本意，实则多有 

篡改。张立文⋯‘啷’先生指出退溪哲学中的理有 4 

层涵义：一是指万物本源之特性；二是指形而上之 

概念，无形影可指；三是指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四 

是指法则。上述 4点与朱子之理的涵义大同小异， 

退溪之主要改造在于理之动静。朱子以为理无造 

作，若如此则与其为万物所以然之意冲突。退溪欲 

解此矛盾故赋予理以体与用的双重性质，于一角度 

观则见其体，于另一角度观则见其用，实则非二物， 

而是一物之两面也。此项修正较魏晋时王辅嗣、郭 

子玄对时人认体用本末为截然分离对立之二物而 

或执着于本而不见万象森然、或逐于纷繁之象而丧 

其本的观点的纠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盖依朱子之 

理言则理固为万物之本，然其若无动作之性则何以 

为万物之所以然呢?故退溪将体用合而言之便消 

解了此一矛盾。退溪之学 自然远不止此，此处只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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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说而言。退溪之学乃李朝后期主理一派之一 

大思想来源。 

与李退溪并驾齐驱同负盛名的哲学家是李栗 

谷。栗谷之思想风格较退溪实多有异处，其原因主 

要在于其于正统之理学、于佛老均多有心得，尤为 

可贵的是他在阳明学受到排斥的李朝并不流污于 

世风而潜心学之，故其理论能博采众家之说而加以 

个人之创造，从而能建构起独具个性的理气妙合之 

理论。李朝中期有几个很著名的辩论 ，崔根德将此 
一 时期定为“四七理气论”论辩期 ，其中有李晦斋与 

忘机堂(曹汉辅)之间的无极太极之辩(实则有曹汉 

辅与孙叔暾论辩在先)，有李退溪与奇高峰大升四 

端七情之辩，这后又引出李栗谷与成浩原的辩论， 

还有卢苏斋(守慎)与李退溪、李一斋之间的论 

争。C4](P351 其中最要者 自然属退溪与高峰、栗谷 

与浩原的四七之辩了。其争论主要源于各 自对朱 

子学说理解之不同。四七之辩始于退溪对郑秋峦 

之云《天明图说》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言 

的修改，退溪将其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 

秋峦不解而问于好友高峰，高峰以为退溪之更正有 

误，二人互通书函，遂有论辩。盖退溪之修改于文 

意似无改变，然则其中确有微妙之处。退溪的修改 

是基于他对理气的理解，若如秋峦所言则似乎理气 

全然处被动之状态，而改理气为主体则立见其动之 

本性 ，而退溪一直都主理气 自动来修正朱子理不 自 

动之论。另外退溪在他致高峰的信中说他之所以 

要做出修改是为纠正秋峦违背先儒不分说理气的 

原则而对理气“分别太甚”之偏失。而高峰认为退 

溪自己的理论恰恰没有摆脱将理气截然二分的偏 

颇。退溪以理气绝对有分而不相杂，四端发于理而 

无不善，七情发于气则兼有善恶。在高峰看来此论 

仍不能得理气为一之妙合。退溪后又对 自己的理 

论作了一些修改，不过并未接受高峰的意见而更改 

其理发气发的互发说。_3 J( ’其后栗谷与浩原间的 

人心道心之辩实为退溪、高峰之辩的延续。 

性理学至退溪栗谷而达顶峰，此后渐渐式微， 

此前代表先进思想的士林派学者发生了严重腐化。 

理论之践行者本身是掌握权力的官僚，各派为维护 

自身名分和利益而纷争不止，本来有利于学术思想 

发展的自由辩争转而成为空洞浅薄的狡辩之末技。 

导致李朝中期向后期思想之大变的直接诱因是两 

次促使李朝由盛转衰的外侵所造成的动乱，一为 

1592h1593年日本发动的壬辰倭乱，一为 1636— 

1637年女真发动的丙子胡乱。此二乱直接引发了 

李朝强烈的政治危机，而时为官学的性理学对此危 

机的解决毫无作用，有识之士为寻求危机之解决而 

不得不对性理学本身进行反思，这便导出后世所谓 

之实学。实际上，在中期盛行论辩之时已有人对性 

理学表示不满，然而一则李朝此时甚为繁盛，二则 

并未产生新的与之相抗衡的理论。至 17世纪中后 

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间各种思想传人李朝，主 

要有阳明心学、清朝之实学和西学。阳明心学由于 

与程朱理学对立而在此前朱子学独占鳌头的时期 

受到排挤，此时则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吸收其中精 

华。清朝实学主要包括以顾炎武、魏源为代表的经 

世实学，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启蒙实学，乾嘉学派 

的考据实学。~5](vlo-13)李朝实学家十分注重对这些 

学说的吸收和改造，从而使之能为士大夫之改革服 

务。西学在此前业已传人，然而性理学家们多抱以 

“斥邪卫正”的态度，从而导致了朱子学的绝对化和 

严重僵化；实学家们则不然，他们积极吸收其中有 

利于建设其国家政治经济的思想理论，其中丁若镛 

最为积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性理学并未至此断 

了流行，实学家对于性理学的异议和指责当是针对 

性理学之末流而发的。实学家对于性理学多有继 

承，尤其对李退溪与李栗谷之思想，甚至有实学家 

以栗谷为实学之祖。应当说，实学是对正统理学优 

秀精神的吸收，并对其一些概念和命题赋予了新的 

内涵，因而实学对于性理学不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 

颠覆，而是积极的修正和补充。 

冯友兰先生曾对中国哲学精神下过“极高明而 

道中庸”的断语，实则亦可言内圣外王之道。_6 J( 这 

一 论断同样适合于朝鲜半岛儒学。李朝中期之性 

理学其主要责任在于为其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 

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家正是围绕 

这个使命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 

明之哲学；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 

而是道中庸的哲学。当然，这并非讲性理学不道中 

庸，只是其侧重点在形上之思，而实学因现实之危 

机更注重寻常 日用之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极 

高明”与“道中庸”亦非截然对立之二事，而是一事。 

实学之先驱李芝峰(啐光 )亦有此悟，他从庄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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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屎尿”的论语阐明道非脱离世间万物而悬空存 

在，而恰恰就在百姓日用之中。_5](H删这一点禅宗亦 

多有论述，而王阳明等更是百般强调。 

三、崔济愚“侍天主”思想对传统儒 

学的改造 

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 l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 

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是朝鲜 

李朝末期哲学家，朝鲜天道教第一任教主，号水云， 

朝鲜庆尚南道庆州人。他出身于没落士族的地主 

阶级，1860年为对抗西学即天主教、基督教而在民 

间信仰的基础上吸取儒、佛、仙三教创立东学，并周 

游各地宣传东学思想。1863年被捕，次年被李朝政 

府以“传播邪教”罪处死。著作有《东经大全》《龙潭 

词》《道德词》等。崔济愚从三个方面对传统儒学进 

行了改造：以“侍天主”的概念承继和改造传统儒学 

之“天”的概念；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继承，发展了 

传统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以“至气”概念改造传 

统理学中“气”的概念。 

1．通过“侍天主”概念。阐释并改造传统儒学之 

“天”的概念 

关于东学之“天”，崔根德教授这样描述：“第一 

是能够昂首仰望的天(可视之天)；第二是同人类一 

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天(人格神之天)；第三是抽象思 

维的天(形而上之天)。”[ ]‘n ’传统儒学之天的内 

涵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万物之总全。推及社会人 

伦则有天理，即社会之最高法则。二是人与万物的 

主宰。然此种主宰性正如张立文教授分析朱子之 

理的主宰性时所言的那样：“并不是一种有意志的 

人格神的主宰，而是一种超人物、超 自然的客观必 

然性，人物受其宰制而不可逃避，这种必然性亦是 
一 种绝对性。”[ ]‘ ’三是一种修养所及之境界。此 

即中国哲学所欲追求之天地境界。崔济愚之“天 

主”概念受此“天”之内涵的影响，并于其中注入人 

格神之内蕴。这无疑是受之于其传统宗教巫教(萨 

满教)。众所周知，在远古时候人类社会是神政不 

分的，拥有神权的祭司即是掌握政权的君王。在朝 

鲜之建国传说中，人类社会便是依照天国的模式所 

造。[4]( ”传统儒家学说之所以不被认为是一种宗 

教，是因为其没有对神的崇拜，而东学则是一种宗 

教信仰——崔济愚从 固有的民族宗教和基督教之 

“天主”概念中吸取人格神的内蕴，赋予传统儒学之 

“天”以强烈的宗教意味，从而直接将儒学改造成为 

一 种宗教。 

儒学之“天”是没有喜怒哀乐等感情的，亦是无 

言的；而崔济愚之“天主”是有情甚至是有言的，天 

主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世间万物。东学之天 

主能言，颇类似于基督教中上帝的启示。崔济愚在 

《东经大全 ·布德文》中自叙一次奇特的经历：“不 

意四月，心寒身战，疾不得执政，言不得杂状之际， 

有何仙语忽入耳中，惊起探问，则日，‘无惧无恐，世 

人谓我上帝，汝不能上帝耶?’问其所然，日，‘余亦 

无功，故生汝世间，教人此法，勿疑勿疑。”[。]‘ ∞ 这 

当然是崔济愚杜撰的故事，但由此可见天主即所谓 

上帝者是怎样一个与人一样生动活泼的形象。此 
一 点亦与巫教传统有关。盖天神 自不理世间之事， 

而只委派一代理人来掌管万事；而崔济愚则 自视为 

上帝之代理人，故而要完成上帝之圣功，布德于人 

世，消除世间之纷争，引导世人走上和平之路。而 

“天主”概念对于儒学之“天”的继承突出地表现在： 

儒家言天地滋养万物而万物不知，其圣德乃在无形 

无迹之中养成万物；东学之天主亦有此义。崔济愚 

《论学文》言：“夫天道者，如无形而有迹⋯⋯四时盛 

衰，风露霜雪，不失其时，不变其序，如露苍生，莫知 

其端。”[8](陇 他又吸取道家之精神而有“吾道，无 

为而化矣”这样的言语。这一思想在其衣钵传人亦 

即东学第二代掌门人崔时亨那里有更详细的表述。 

2．通过批判基督教。改造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 

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是中国道家和儒家都非常 

注重的思想。在汉代，儒学家们说及天人关系无不 

依天而言人，其代表为董仲舒的《人副天数》和《为 

人者天》两篇论著。冯友兰先生似对于汉时之哲学 

家多有指责，盖因汉人思想对于阴阳学说多有吸收 

并以“极高明”的标准考察之，认为其思想离“高明” 

实在非常之远。他甚至说：“严格地说，汉代只有宗 

教、科学，没有纯粹底哲学。”̈6 J(嘲’若以哲学家之理 

论标准言之，固有一定道理，然窃以为董仲舒之理 

论其 目的实在于提升人的价值 ，以确定人在宇宙中 

的地位。他的这一思想被后来者所继承，如张横 

渠、程明道等，后乃成为中国思想家对于人的理解 

的一个定论。董仲舒日：“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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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 

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依。”“人之形体，化天数而 

成。人 之 血 气，化 天 志 而 仁 ⋯⋯ 天 之 副 在 乎 

人。”l9l(n ， 表面上看好像是尊崇天的权威，实际 

上是抬高人在宇宙中之地位。又如朱子言：“自一 

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 

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 ]‘ ’ 

人贵物贱、人尊物卑之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崔济愚也接受了上述传统儒学“贵人”的思想， 

不过很可能不是直接受之于董仲舒，而可能是受之 

于宋明理学。但不管怎么说他对于个体价值之重 

视当属确凿无疑的，这也是其天主观与基督教上帝 

观的一个不同之处。崔济愚曾经在《论学文》中说 

道：“阴阳相均，虽百千万物化出于其中，独惟人最 

灵也。”_8](r,221)这显然是与理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基 

督教言上帝是绝对超于个体之上的，个体存在之价 

值只是上帝预先规定的目的而已，因此在基督教中 

个体是无独立价值可言的。如果说《旧约》之中人 

与神的关系尚不至于太过隔绝的话，那么到了《新 

约》之中上帝的言行就变得近乎邪恶无理了。这固 

然是基于西方人对于绝对力量的崇奉，但更深层的 

原因是基督教经过了希腊哲学的改造，而希腊神话 

中的具有强大力量的神都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拥 

有绝对力量的神被认为是超越善恶的，因此其行为 

是无善恶可言的。然而在崔济愚的思想中，个体是 

具有其内在价值的。 

对于“侍天主”的“侍”，崔济愚是这样解释的： 

“‘侍 ’者，内有神灵，外有气化，一世之人，各知不移 

也。”[ ]‘陇 ’王弼在讨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时曾指 

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崔济愚言“内有神灵”， 

表面看是在讲天主在人内心之显现方式，即天主 

“在我心里面，它以神灵来现身” ，实际是讲 

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觉悟真理之“神明”。这只是 

崔济愚出于一种宗教解释的需要而借天主之名加 

以表达罢了。“外有气化”，“气者，虚灵苍苍 ，无事 

不涉，无事不命⋯⋯是亦浑无之一气也”；化者，即 

“无为而化”也。l 8l‘ 此处表面讲天主在人心之外 

表现自己力量的方式 m] 他 ，实则讲人能与天主同 

其德而至于“气化”万物，从而成为“侍天主”的人。 

这里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崔济愚对儒道天人合一思 

想的继承。冯友兰先生在阐释儒道二学天人合一 

思想的不同时曾经说道：“道家所用底方法是去知。 

由去知而忘我，以得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孔孟 

的方法是集义。由集义而克己，以得与万物浑然一 

体的境界。孔孟用集义的方法，所得到底是在情感 

上与万物为一。道家用去知的方法，所得到底是在 

知识上与万物为一。”[6]( 由此分析崔济愚之“侍” 

的概念，其天人合一之思想便一 目了然了：其一是 

“神灵”，此即道家在知识上认识到我与万物本为 

一；其二是“气化”，此即儒家在情感上进人到与万 

物为一境界。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这也是东学之宗教 

思想最不同于基督教之所在。这个内涵便是：“侍 

天主”实际就是成天主，即佛家讲的人人皆可以成 

佛、道家讲的人人皆可成圣人。个体的终极价值便 

是达到天主之境界。这在基督教是无法想象的，因 

为个体是负有原罪的存在，在上帝面前永远是卑微 

而极渺小的；上帝对于个体而言是那样的遥不可 

及，他只对先知们显现其神灵，至于常人只能祈祷 

有朝一 日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而进入天堂。基督 

教许诺给教徒的是彼岸的美好生活，而东学显示给 

人的是此岸的实际幸福。在东学中，“侍天主”即有 

可能成天主，成天主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可普 

济众生。 

崔济愚曾经概括过 自己的思想来源：“儒人之 

人伦大纲，仙之清净 自修和佛之普济众生，足以成 

为吾道之三科。”[。] 崔氏之合和儒道释三家之思 

想甚明矣，但他的“天主”概念确受之于基督教，只 

是二者大不相同而已。 

3．通过“至气”概念，阐释并改造传统理学之 

“气”的概念 

传统理学中“气”的范畴的奠基者为张横渠。 

冯友兰先生曾有言日：“横渠之学，亦系从《易》推衍 

而来。” ‘哪 ’汉人最擅为象数之易，以阴阳五行之 

学解释道家之道的概念，从而将这一形式概念拉人 

存有领域而成一积极的概念，使道成为构成万物的 

本原性质料。冯友兰的有关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 

指汉人把本来“极高明”的道家哲学从形上之玄虚 

领域拉人宇宙论的实际世界里而成为“不高明”的 

哲学。横渠之所谓“气”与汉人之所谓 道”实有诸 

多相似之处。“气”有阴阳二性，由此又有“浮沉、升 

降、相感之性”。阴阳之气 聚则物成，散则物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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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聚则能为吾人所见而为有形；气散则不能为吾 

人所见而为无形。”[ ]‘ 。’伊川亦多言气，以为万物 

之始有皆由气化。伊川之不同于横渠者在于“伊川 

以为已散之气，已散即归无有，其再聚之气，乃新生 

者。”似乎伊川之言“气”不如横渠简单彻底。理学 

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 

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嘲 “气”是形 

下之器世界的构成，其内涵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 

“质料”。 

朱子哲学是一个精微严谨的理论体系，其核心 

范畴是“理气”，故而言“气”则必须将其置于朱子之 

整体理论框架之中考察。朱子对于“理”与“气”的 

阐述有这样一个逻辑结构：理一气一物。这是由本 

体出发的逻辑结构，是 由上到下的理路；他还有一 

个认识论的结构：物一气一理。“理”在朱子哲学之 

中是一个本体范畴，它是万物生存的本源和根据。 

因此“理”与“气”之关系首先是理本气末之关系。 

然则理气虽不杂，却又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就理先 

气后而言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而不是实际的 

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这一点冯友兰 ]‘ 和汤用 

彤¨̈ 二先生言及“道”与“物”之关系时亦是如此说 

的。汉人把这种逻辑关系借阴阳五行之解说成了 

实际的时间关系，因而招致批评。张立文先生在论 

及此理气关系时亦持此观点：“理与气的关系不离 

不杂，并 非是 时 间上 的先 后，而是 逻辑 上 的关 

系。”[7]( 按朱子所言，气乃理的搭挂处、安顿处、 

附着处，理气相依不离。理通过气而为人所认识和 

体悟，这有些类似于柏拉图所谓“自然万物是理”的 

影子。不过朱子之意并非言理实际生出气，而是说 

气的存在和运作要以理为根据。由此“气”在理学 

中之地位就 比较明了了：“它是理的安顿、附着、搭 

挂处，无气理便悬空无着落，而无所谓 ‘实理’；它是 

勾通理一物的中介 ，无气则理塞，而无所谓‘发育流 

行 ’；它是构成万物的质料，无气而理无以和合，而 

无所谓万殊之物。” 儿 

崔济愚的“至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他在《论学文》中说：“气者，虚灵苍苍，无事不涉，无 

事不命。然而，如形而难状，如闻而难见，是亦浑无 

之一气。”[ ] 此处言气似与朱子之言气并无大 

区别。但是他在“气”前著一“至”字并解释说：“至 

者，极焉之 内至 ⋯⋯今至者于人道，知其气接者 

也。”[8](P222)如此则可知“至气”乃天主的造化力量。 

气于朱子理学中本只是理的依附处、搭挂处，而“至 

气”在崔济愚这里被赋予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天 

主的造化力量。“气化”是天主一种行事的方式，即 

利用“气”而“化”，此“化”是“无为而化”。因此气 

之为物是天主的一件宝贵的工具，如宝剑之于武 

士。然则气之为物又是“如形而难状，如闻而难见” 

的。那么我们如何感知它呢?崔济愚采取了一种 

宗教的手段——“气接”，即人们可通过这种方式感 

知到气这种事物所体现出的天主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述，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改造的核心便是 

引入“天主”这样一个人格神，从而把传统儒学改造 

成为韩国之一种新宗教，它既含有大量的儒学传统 

思想，又吸收了部分佛仙的内蕴，同时也有对西方 

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巫教的批判与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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